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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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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都市的上海，为中共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 中 国 工

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阶级基础。上海发 达 的 媒

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便利条件。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 海 成

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以陈独秀为核心的 《新青年》编辑部和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则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基本成员，上海发起组实际担当了组建中

共的 “临时中央”。中共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初

期的活动，构成上海近代史的华章。

关键词：中共建党　上海发起组　中共 “一大”　新文化运动

　本文为教育部中国共产党 建 党９０周 年 专 项 项 目 （１０ＪＤＪＮＪＤ１８９）、上 海 市 高 校 人 文 社 科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规划项目 （ＳＪ０７０３）成果。

①　国内相关研究，可参见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６
年第４期；金立人：《中 共 上 海 发 起 组 成 立 前 后 若 干 史 实 考》， 《党 的 文 献》１９９７年 第６期；田 子 渝：

《也谈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 “革命局”》，《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李丹阳、刘建一：《“革命局”

辨析》，《史学集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等。国外研究成果，可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

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Ｈａｎｓ　Ｊ．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Ｆｒｏｍ　Ｆｒｉｅｎｄ　ｔｏ　Ｃｏｍｒａｄｅ：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１９２０－１９２７，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ａｎｔｓｏｖ，Ｔｈｅ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１９－１９２７，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Ｗｅｎ－ｈｓｉｎ　Ｙｅｈ，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等。

９０年前的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上海，此一事实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

本土根源。作为当时中国的首位城市，上海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为中共的成立提供了

最适宜的地理环境。由于帝国主义侵入以及中华社会应对这种侵入而激发出来的各种因素，上

海的现代性得以发展。综合了本土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来自西方的外部影响力。这种现代性汇集

和包容各类新生事物，集中体现在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新社会阶级 （如工人阶级）的萌

生与成长，从而为历 史 注 入 新 的 动 力。由 此 产 生 的 变 革 观 念，直 接 催 生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创 建。

建党史研究向来是史家旨趣之所在。① 中共何以在上海创立，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在上海建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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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拟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究。

一、上海成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国际化

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正式对外开埠。１８４５年，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共同商定的 《土

地章程》出台。① 同年，英国人以此为法理依据设立英租界；１８４８年美租界建立，英、美租界

于１８６３年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法租界也于１８４９年宣告建立。两大租界在１９世纪下半叶不断

越界筑路、渗 透 扩 张，完 善 各 自 的 市 政 管 理 机 构。这 样，上 海 出 现 “一 城 三 市 （政 府）”的 格

局，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口岸城市。开埠前的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仅第１２位，人口２０来

万。而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上海人口已达２００多万，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上海城市受外来

经济、社会及文化冲击，最明显反映是租界的存在———它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 “历史的不自觉

的工具”：② 租界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是中国人民获取现代经验、走向独立

的开端。生活在租界里的华人既得到二等公民待遇，又得以在外国势力庇荫下免受军阀或专制

政府的骚扰，并躲避连绵不断的 天 灾 人 祸、外 侵 内 乱，是 中 西 文 明 共 存、竞 争、融 合、多 元 的

世界性大都会。

作为中国近代最繁华的都市，上海对整个近代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外国势力掌控

下，上海迅速由一座江南县城一跃而成为中国的经济首都。从１８６５—１９３６年间，上海占全国对

外贸易的４５％—６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约有４６％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上海，３６％集中

在东北地区，剩下的１８％散布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国的关内出口总额中，上海占４６％，天津和

广州分别占１５％和７％。③

伴随外资进入，外国的企业、商业观念和商业模式亦不断输入，催生上海产生一系列新的

现代产业部门。首先是制造业的发展。开埠不久，即有外资在上海兴办近代 工 业。１８４３—１８５９
年间，共１８家外资工厂开办。１８６０年以后发展迅速，到１８６４年达３８家，门类扩展到１０个。④

英商１８６０年初率先创建拥有１００部西式丝织机的怡和纺丝局，紧接着法、美、意等国商人也纷

纷在沪投资设厂。⑤ 到１９１３年，外资企业在上海的总资本额达６３４６万元，比１８９４年的９７５万

元增长５．５倍，平均年增长率为１０．３４％。⑥

中国人自办的现代企业也逐渐发端。１８６５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此后轮船招商局、上海

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纷纷设立。效仿外资企业的民族工业也蓬勃发展。据统计，１８９５—１９１１
年上海新建的民族工业企业为１１２家，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资本额２７９９．１万元，占全国的

近３０％。⑦ 尤其是一战期间，外国资本势力因世界大战严重受挫，上海资产阶级乘机迅速崛起。

以新开设工厂为例，辛亥革命当年上海新开设工厂只有９家，１９１４年新增２６家，到１９２１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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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工厂数达９０家。① 以机器工业为例，甲午战前，中外资本设立的船舶与机器修造工厂共有１８
家，到１９２０年止，仅民族资本所设工厂就高达１１４家。② 以华人资本于１９１４—１９２２年创办的纱

厂而言，上海有１６家，天津有６家，此外，无锡、武汉各２家，芜湖、济南等各１家，这期间

在上海开办的纱厂，超过全国的一半。③

伴随现代制造业在上海的产生，新的产业类别也层出迭现。早期出现船舶修造业、印刷业

等多个新型的工业门类。１８９５年后，又涌现１１个新的工业 门 类。１９１１—１９２２年，上 海 近 代 工

业门类从２２个增加到３２个。④ 这说明现代产业部门正在向纵深发展，上海日渐摆脱单纯的以港

兴市的贸易城市格局，进入工业化的早期阶段。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产业也在外资引导下在上海逐渐产生、发展、壮大。到民国初期，

上海已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以外资银行为例，到１９２２年，上海共有外资银行 （包括中外合资

银行）３０余家。⑤ 据１９３６年 资 料，在 沪 外 资 银 行 达２０余 家，其 主 营 业 务 有 国 外 汇 兑、存 款、

放款、抵押放款、套汇、现货与期货金 银 交 易、外 汇 与 黄 金 套 利 交 易、经 营 债 券 本 息、投 机 买

卖等。⑥ 同时，中国本土的钱庄与银行业也因借鉴外国银行的管理经验而有所发展。１９１１年华

商银行存款总额尚不足１亿元，而到１９２１年，存款总额已近５亿元。⑦ 在金融业带动下，证券

市场亦渐趋发达。１９１４年１２月，《证券交易所法》经北洋政府颁布实施。１９２０年７月１日，上

海证券物品交易 所 开 业。翌 年５月，原 上 海 股 票 商 业 公 会 改 组 成 上 海 华 商 证 券 交 易 所 正 式 开

业。⑧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格局变 化 巨 大。１９１２年，华 洋 分 界 的 城 墙 被 拆 除，代 之 以 环 城 马 路。

１９１４年，分隔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洋泾浜被填平。嗣后，随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西扩，都市面

积急剧膨胀。到１９２１年，上海城区面积比开埠时扩大１０倍。公共交通也有了重大进步。１９１４
年，无轨电车被引入，“该项电车式样系本埠电车公司工程师所特制”，“可容有二十六人之多”，

且 “虽最狭之街道，该车亦能通行无碍，且该车停顿之处并无一定，乘客上下可随地为之”。⑨

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公园、电影院等新 型 公 共 空 间 应 运 而 生。不 断 涌 入 的 移 民，以 及 包 括

新社会群体在内的城市居民共同分享着这些开放的都市新景观。在都市空间内，逐渐产生一套

现代生活方式。城市上层以及中产阶级的衣着、语言和社会行为也随西风起舞，展现一个与传

统乡村截然不同 的 城 市 世 界。百 货 公 司、影 戏 院、小 家 庭 以 及 新 创 的 社 会 阶 级 专 用 名 词 等 等，

均反映出１９２０年代一 种 混 杂 的 政 治、社 会 和 文 化 面 向。与 亮 光 闪 闪 的 现 代 生 活 相 伴 随 的 是 阴

暗，诸如贫富分化、社会混乱等等。

总之，上海经济之发展是中国现代 化 的 第 一 次 尝 试。一 方 面，外 国 资 本 主 义 的 侵 入，让 中

国人见识一种崭新的经济样式，打开了一扇新的机遇之窗。另一方面，上海的不均衡发展，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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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这一发展模式本身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之中，由此而产生一个现代与传统分

立的二元格局。自１９世纪末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是一个把各个区域编织进等级

化、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这意味着，传统社会的延续状态被打破，不彻底的资本主义现

代性，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现代性便成型了，从而构筑了畸变的现代性叙述。

二、新阶层应运而生

伴随城市化与工业化，上海人口亦快速增长。据统计，１９１０—１９１５年间，上海新增人口达

７１．７２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１４万人。此后直到１９２０年代初，每年仍新增１０万人左右。① 到

１９２０年，上海人口已达２２９万，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而中国第二大城市天津的人口为７７．５
万，尚不足上海一半。②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导致近代上海的社会结构出现分化，新的

城市社会阶级逐渐崛起。

近代上海工商经济的勃兴，造就包括买办阶层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家集团。上海的工业

资本家群体是由工业化本身所孕育的。譬如，上海纱厂承办人的出身背景与其他城市 （如天津）

有着显著差别。③ 上海的资本家更多来自绅商家庭。其中卓有成就者，多半是曾接受新式教育的

高学历人士，比如留洋的穆藕初，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刘鸿生，以及金融界的陈光甫等，因此

具有较强烈的民间色彩。而天津等地的资本家，往往官僚家庭背景浓重，导致天津的工业有着

较为明显的官僚主导型特点。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上海新兴企业家，年富力强且大多出洋留过

学，他们对于世界的发展状况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因而也更容易摆脱传统的束缚。④ 他们与城市

其他精英阶层亦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成为一种较有活力的社会力量，这既指他们在捍卫自己权

益方面，也指他们在对待较大公共议题方面。资产阶级本身依附性的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在很

大程度上屈从于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 级 的 发 祥 地，生 机 勃 勃 的 工 业 无 产 阶 级 随 着 工 业 化 的 深 入 而 发 展 壮 大。

１９２０年，全国工人发展 到１９４．６０万 人，其 中 上 海 有 近５１．３８万 人，占 全 国 工 人 总 数 四 分 之 一

强。⑤ 可以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

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⑥ 处在城市底层的产

业工人超负荷地工作着，收入却非常微薄。１９１７年圣约翰大学学生对曹家渡工人聚居区的社会

调查显示：“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须１５元”，而当地 “常见男工谋１０元、８元，女子做丝厂每月

所入亦如此”，结论是此类工人家庭 “非有一人以上在外谋生不可，仅靠男工赚钱的家庭，在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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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９０—９１页。

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８２页。

１９２０年上海有华商纱厂１９家，有资料可查的负责人１８人，其中，除１人 出 身 背 景 不 明 外，出 身 实 业

界的２人，官宦之家的３人，商人家庭的８人，另４人具有多重身份。（参见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社会

志 （初稿）》上册，第４１４—４１５页）

以上海总商会董事会成员的年龄结构为例，１９２０年改组前后，有明显的差异，改组后，５０岁以下的会

董３０名，在董事会占８５．３％。（参见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社会志 （初稿）》上册，第４１９页）
《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１９２０年第７卷第６号。事实上，这一时期上海新生的工人阶级构成相当复

杂，按照英国学者史密斯的研究，上海产业 工 人 被 地 缘、性 别、秘 密 社 会 体 系 等 诸 多 因 素 划 分 为 复 杂

的社会网络。（参见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ｍｉｔｈ，Ｌｉｋｅ　Ｃａ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Ｈｏｒｓ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８９５－１９２７，Ｄｕｒｈａｍ，ＮＣ：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页。



家渡甚罕”。① １９２０年 《星期评论》指出，“上海工厂劳动者的工银，平均差不多只得二角五分

至三角，月收不过九十角。至少要假定有两天缺工的损失，月收就只有八十四角”。② 作为无产

者，工人阶级具有革命性。

１９１９年６月５日，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工人阶级立即开始行动，举

行大规模罢工斗争。首日罢工工人就达２万之多。③ 除邮政工人声明 “各地救国团体相互联系”

之需要而不罢工外，全市纱厂、钢铁、运输、印刷、土木、油漆行业和马车夫等都参加了罢工，

涉及行业之广、行动之快前所未有。他们公开宣称政治诉求： “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

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④ 罢工目的是为了 “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⑤ 为

了 “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⑥ 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不下１１万人，连同店员、手工业工人７
万多人，共１８万人。紧接着就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开始 “三罢”斗争。 “五四”运动的中

心由此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达到高潮。上海产业工人阶级意识的萌生，为中国早已复杂万端

的社会环境增添新的内容。

当时的有识之士被工人阶级的政治潜力所震撼。诚如陈独秀在沪所言：“北方文化运动，以

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 盾 者。然 不 能 令 人 满 意 之 处，实 至 不 鲜。其 最 可 痛 心，为

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 （此意为缺乏具有

近代意识的市民———引者注）。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⑦ 陈独秀已意

识到上海工人阶级的集团性力量。他在上海寻找到充满自信的、行动的无产阶级。

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则是上海又一大群体。据统计，在１９１０年代的上海，有５００多所

新式中小学。⑧ 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绍兴的邵力子２０岁中

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３
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的施存统，因内讧而失望，与俞秀松来到上海，原本打算去福建漳

州投奔有 “社会主 义 将 军”之 称 的 陈 炯 明，但 在 《星 期 评 论》与 上 海 知 识 分 子 交 流 后，决 定

“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成为 《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⑨ 而五四运动后的北京，政治气

氛压抑，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迁上海，１９２１年又发生军

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上海。诚如鲁迅所言：“北京虽然

是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 支 持 着 《新 青 年》和 《新 潮》的 人 们，风 流 云 散 以 来，一 九

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瑏瑠 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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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曹家渡调查》，《约翰年刊》１９２１年。

戴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星期评论》１９２０年５月劳动纪念号。
《沪上商界空前之举动》，《申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６日，第１１版。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 组 编：《五 四 爱 国 运 动 资 料》，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５９
年，第４５９页。
《字林西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２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 学 院 历 史 研 究 所 编： 《五 四 运 动 在 上 海 史 料 选 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０９页。
《求新机器厂工人全体罢工》，《新闻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７日，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

共党史参考资料 （一）：党的创立时期》，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９５页。
《陈独秀过沪之谈片》，《申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３日，第１４版。

Ｍａｒｙ　Ｌｏｕｉｓｅ　Ｎｉｎｄｅ　Ｇａｍｅｗｅｌｌ，Ｔｈｅ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１９１６），Ｔａｉｂｅｉ：Ｃｈｅｎｇ　Ｗ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１９７２，ｐｐ．１０６－１０７．
参见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１９９０—２００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０８页。

鲁迅：《现代小说导论 （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１９４５年，第１３２页。



要宽松得多，加上文化事业发达，中外联系广泛，自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

然而，现代知识分子却面临传统士人与现代职业人双重认同的困惑乃至不安。曼海姆 （Ｋａｒｌ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曾将其称作 “在社会上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① 由于处于相 对 不 发 达 的 经 济 体 制

中，人们对技术性专家的需求极其有限，“无所依附的人”处境尴尬，许多读书人内心有着不小

的压力。这些知识分子不能接受工具理性的统治，放弃文化理想，将自己的智识降低到技术层

面。受过教育且 “无所依附”的读书人，努力在变动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在此情

势下，读书人中最活跃的一部分脱出旧轨，成为最有热情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者。而恰在此时，

革命为 “无所依附”的知识阶层提供了一项历史使命，契合了知识分子对角色的追求。

三、上海建党的文化起源：思想、主义、新文化

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通过

上海传入中国，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亦藉此应运而生。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业务欣

欣向荣，１９１１—１９２０年间，总计出书２６５７种，其中占首位的社会科学类为８０１种。② 而１９１２—

１９２６年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的７０％。③ 福州路从清末起已发展成为著名的 “文化街”，聚

集着３００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④ 报纸、杂志、书籍如雨后春笋，销量颇大。这些现代

文化传媒组织构成芮哲非所指称的 “印刷资本主义”。⑤ 文化的 “工业化”初步奠定上海的中国

文化与舆论中心地位，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迅速制造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新型文化事业依循市场原则来运作。譬如，《新青年》的发行机构即

是民办的群益书社。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陈 独 秀 主 编 的 《青 年 杂 志》由 上 海 群 益 书 社 出 版；从

１９１６年９月１日２卷１号起，该刊改名为 《新青年》。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 《敬告青年》一

文，开宗明义指 明 建 设 新 文 化 的 基 石：科 学 与 人 权 （民 主）。他 号 召 青 年 们 须 有 世 界 视 野，声

言：“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共国于危亡者，共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

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

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共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⑥ 《新青年》杂志旗帜

鲜明地宣扬求知识于世界，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一种普遍趋向，即自觉将中国之命运与世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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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Ｋａｒｌ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Ｌｏｕｉｓ　Ｗｉｒｔｈ，Ｂｒｙａｎ　Ｓ．Ｔｕｒｎｅｒ，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１，ｐ．１２７．
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７７５页。
“国史馆”中华民国史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文化志 （初稿）》，台北：“国史馆”，１９９７年，

第１６６页。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Ｒｅｅｄ，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１８７６－１９３７，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１７．
印刷资本主义 （ｐｒｉ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在 《想象 的 共

同体》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安德森说，印刷资本主 义 的 产 生 为 欧 洲 的 宗 教 改 革 运 动 及 其 随 后 的 民 族 主

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必 要 的 技 术 手 段。美 国 学 者 芮 哲 非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Ｒｅｅｄ）则 将 这 一 概 念 运

用到对近代上海文化传媒工业的分析中，指出以上海为中心的印刷资本主义 （如 “文化街”）对塑造近

代中国思想和精神形式有巨大作用。（参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Ｒｅｅｄ，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１８７６－１９３７）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１９１５年第１卷第１号。陈 独 秀 本 人 深 受 法 国 文 化 的 影 响。《青 年》

杂志封面上印着 “Ｌａ　Ｊｅｕｎｅｓｓｅ”，即法文 “青年”的意思。



联系在一起，探寻 中 国 问 题 的 解 决。对 五 四 一 代 而 言，比 起 国 家 来，有 更 高 的 世 界 主 义 标 准。

“以一国比于世界，则亦为较小之群”，“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勿提倡

利己的国家主义”。① 依托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舆论市场的优势地位，《新青年》将思想启蒙

的理念逐渐传布神州大地。譬如，《青年杂志》从第１卷第２号开始列出 “各埠代派处”，计有

４９个省市的７６家书局。② 到１９１７年， 《新青年》的发行量已由最初每期１０００份增加到１６０００
份。③ 可以说，《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 《新青年》等杂志的引领

下，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全国。

此后一大批从西方留学归国的文化精英汇聚上海。新的思想和智识风气往往首先在这里得

以译介和流布。事实上，早在１９世纪末的上海，由西洋传教士主持的 《万国公报》就首次介绍

了马克思的主张，广学会的李提摩太誉之为 “安民新学”， “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

一派，为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④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革命胜

利的第三天，上海 《民国日报》第一个报道了这个重要消息，宣布 “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

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 “临 时 政 府 已 推 翻，美 克 齐 美 党 占 据 都 城，新 政 府 即 将 提 出 公 正 之 和

议”，并指出 “主谋者为里林 （列宁）”。⑤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彷徨无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与视野，知识人从中找到

方向感、认同感与归宿感，“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⑥ 在新文化运动的

早期阶段，西方被热切地当成一个绝对的、不容质疑、唯一可能的行为标准来接受。然而，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的屠杀，使西洋文明顿失光泽。以至陈独秀失望地声称：“现在还是强

盗世界。”⑦ 而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则被当作 “一面寻找未来方向的镜子”。先进的知识分子们

日益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一个以人类和谐为特征的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 五 四 前 后 最 早 介 绍 宣 传 诸 种 社 会 主 义 思 潮 （包 括 马 克 思 主 义）的 刊 物，

主要是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 《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张东荪主持的 《时

事新报》副刊 《学灯》、戴 季 陶 主 编 的 《星 期 评 论》。其 中，除 《新 青 年》编 辑 部 一 度 在 北 京

（发行部则在上海）外，其余三种都是上海的刊物。据曹聚仁回忆， “邵力子主编 《觉悟》态度

最为积极，和 《新青年》桴鼓相应，最为 青 年 学 生 所 爱 好。那 时 上 海 《民 国 日 报》受 了 政 府 干

涉，邮寄颇成问题，就靠日本邮局在转送，居然一纸风行。经常替 《觉悟》写稿的，如陈望道、

刘大白、沈定一、杨贤江、张闻天、瞿秋白，后来都是社会革命的激进者”， “张东荪主持上海

《时事新报》，其副刊 《学灯》创刊于１９１８年３月间，研究学术，介绍新知。也是 《新青年》的

同路人”。⑧ 而后人评价 “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早，和最有力的报纸，是上海 《时事新报》”。⑨ 五

四时期的其他名刊如 《太平洋》 （上海）、《每周评论》 （北京）、《国民》 （北京）、《新潮》 （北

京）、《新教育》（上海）、《少年中国》（上海）、《解放与改造》（上海）、《科学》（上海）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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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国民杂志序》，《国民》１９１９年第１卷第１期。
《各埠代派处》，《青年杂志》１９１５年第１卷第２号。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２页。
《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万国公报》１８９９年第１２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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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３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３８页。

陈独秀：《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第２２号。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１９６９年，第３２４页。



多半位于上海。俄共代表费奥多尔报告上海之行时亦赞誉， “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 中

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３００多种出版物 （报

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①

五四时期，《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觉悟》等上海报刊，与一度在京的 《新青年》南北

呼应，可称之为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近代上海发达的媒介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

利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经由 《新青年》和五四时期其他刊物 （大多在上海）传入中国。

而 《新青年》杂志复归上海，既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转向，亦意味着上海成为马克思主义

学说在中国引介和传播的主要中心。诚如美国学者格里德尔所评价的，《新青年》“一旦置于陈

独秀的独断控制之下，它就成了中国第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从 《新青年》的历史和几

个早期撰稿人的思想中，似乎可以看到新文化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的大部分历史”。② 通过上

海的印刷出版网络，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深入地在各地传播开来，由此培育出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共产国际与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创建一个全国性政党。１９１９年９月，李汉俊在

《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上，提出在中国建立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 “革命党”的设想。③ 另

有作者指出，“希望各国的国际社会党，及我们中国的国际社会党，先将这国际的强权推倒，这就

是我主张国际革命的意思”。④ １９２０年２月中旬，在李大钊等人帮助下，陈独秀离京出走上海，“途
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⑤ 此次迁移意义重大，“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⑥

来到上海的陈独秀，“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⑦ 他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

工团体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５月，陈独秀推出 《新青年》的 《劳

动节纪念号》专刊，专论工人问题。蔡和森对此盛赞道：“中国第一个五一节，宣传很大，《新

青年》发行数目多达一万份，所以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并且已普遍全国了。”⑧ 英国驻沪领事馆

的情报显示，“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工商友谊会和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它们似乎或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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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给俄共 （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５页。

杰 罗 姆·Ｂ．格 里 德 尔：《知 识 分 子 与 现 代 中 国》，单 正 平 译，天 津：南 开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２年，

第２５９页。

李汉俊：《世界思潮之方向———我有几句话要说》，《民国日报》（上海）副刊 《觉悟》１９１９年９月７日。

若愚：《国际的革命》，《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第１０号。

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事略》，《民国日报》（汉口）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４日，第３版。

胡适：《致汤尔和》（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２日），《胡适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１４３页。胡适 （他明确将 《新青年》群 体 归 于 自 由 主 义）在 此 信 中 对 新 文 化 运 动 的 分 化 与 转 向 唏 嘘 不

已，认为 “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沈雁冰则认为，早在陈独

秀出走上海前，他已与北大的自由派教授意 见 分 歧，以 至 “陈 独 秀 一 怒 之 下，说 《新 青 年》本 来 是 他

创办的，他要带到上海去”。（参 见 吴 少 京 主 编： 《亲 历 者 忆———建 党 风 云》，北 京：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６页）可见，陈独秀与北大的自由派友人分道扬镳后，作为一个 初 步 具 有 马 克 思 主 义 信

仰的知识分子，来到上海寻找革命同人，并着手将新文化运动转化为走向行动的社会革命。
《辩诉状》（１９３３年），《陈独秀著作选》第３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１５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６１页。



少处于陈独秀的影响之下”。① 另一份文件亦指出，“陈独秀在上海工商友谊会的组建上发挥了重

要作用，并担任该会出版的 《上海伙友》周刊的编辑。他还同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有联系。

由于其布尔什维克倾向，如果陈成功地确立起对这些劳工组织的支配地位的话，那么就非常可

能会给当局制造很大麻烦”。② 松沪护军使更致电北洋政府，称 “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

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③ 显然，陈独秀

在上海卓有成效地组织劳工运动，使得英国当局认定他已是享有很高声望、国际知名的社会主

义者，并对上海的劳工运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同时，陈独秀着手重组 《新青年》杂志，以 陈 望 道、李 汉 俊 等 倾 心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文 化 人 为

基础，组成编辑 《新青年》的上海同人群体。④ 在这一过程中，他与主编 《星期 评 论》的 戴 季

陶、主编 《民国日报》的邵力子等人建立密切联系，⑤ 并以之为基础成立同人沙龙性质的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频繁宣传马克思主义 与 苏 俄 经 验。他 的 寓 所 兼 《新 青 年》编 辑 部———环 龙 路 老 渔

阳里２号 （今南昌路１００弄２号），也成了革命者的中心场所。胡适在晚年曾自述，“在上海陈氏

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自１９２０年１月以后，陈独

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 ‘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

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⑥ 通过这样一个人际网络的构建，以

《新青年》杂志 （包括其他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刊物）为中心，陈独秀周围初步形成一个倾心马

克思主义的上海知识分子同人群体，从而为共产党的建立奠定成员基础。

而苏俄与共产国际亦开始在中国大力开展工作。１９１９年３月，俄共 （布）第二次西伯利亚

代表会议决定，在 “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职责为 “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建

立联系，组织交换情报工作，进行口头和书面宣传”等。６月１８日，俄共 （布）西伯利亚区委

的负责人加蓬考虑到在东方开展革命运动的需要，提议在区委下 “设一个有远东各国人民 （包

括中国）的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主要任务是 “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帮助这

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１９２０年１月，俄共 （布）远东地区领导人在给俄共 （布）中央的报告

中也称 “他们打算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联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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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护军使向北洋政府发电指责陈独秀组织机器工会》，《申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６版。此处的

“淞沪护军使”一职在政府公报中明确为 “松沪护军使”。

有关 《新青年》上海同人之政治倾向，参见 《关于 〈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之二，张静庐辑注：《中

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第８页；《钱玄同致胡适》（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册，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７９年，

第１２２页；《关 于 〈新 青 年〉杂 志 的 通 信》（四）， 《陈 望 道 文 集》第１卷，上 海：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７９年，第５５７页。

关于陈独秀与戴季陶、李汉俊等上海文化人的 交 往，参 见 吴 少 京 主 编：《亲 历 者 忆———建 党 风 云》，第

８７、１６８—１６９页。荷兰学者方德万 （Ｈａｎｓ　Ｊ．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亦认为，以陈独秀为中心聚起了一个对马克

思主义深感兴趣的上海知识分子小圈子，后来 的 上 海 发 起 组 即 从 这 个 知 识 分 子 小 群 体 中 产 生。 （参 见

Ｈａｎｓ　Ｊ．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Ｆｒｏｍ　Ｆｒｉｅｎｄ　ｔｏ　Ｃｏｍｒａｄｅ：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１９２０－
１９２７，ｐ．５９）
唐德刚注译：《胡适口述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０１、２１１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随后，苏俄方面数次向中国派遣使者，试图与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进

行接触。这些使者先后有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人。① 共产国际频繁遣使来

华，既反映莫斯科对东方问题的重视，亦表明从事东方工作的各个组织在行动上不一致、不协

调和互不通气。② 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２０年４月，共产国际同意由俄共 （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

托克 （海参崴）分局所派遣维经斯基一行５人到中国，同中国进步人士建立联系，同时考察可

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１９２０年５月，维经斯基携 带 着 李 大 钊 的 介 绍 信，赴 上 海 会 见 陈 独 秀。双 方 达 成 合 作 意 向，

由共产国际提供资助，在上海正式展开建党大业。随后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和戴季陶、李

汉俊、张东荪等一起商谈苏俄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与会者提议将 《新青年》、 《星期评

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联盟。诚如维经斯基在该年６月的信函中所

述：“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织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可以作

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 点 和 时 间。”③ 显 然，

维经斯基的到来，给予 了 已 初 具 马 克 思 主 义 信 仰 的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不 可 或 缺 的 外 部 帮 助 和 支 持，

使建党大业成 为 现 实。维 经 斯 基 利 用 东 方 民 族 部 提 供 的 活 动 经 费，在 沪 成 功 展 开 工 作，包 括

“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５人组成 （４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

部和组织部”。④

１９２０年６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 《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应当是中国大

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 织。最 初 只 有５名 成 员：陈 独 秀、李 汉 俊、俞 秀 松、施 存 统、陈

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李达、杨明斋、沈雁冰、邵力子、李启汉、沈泽民、袁振英、林伯渠、

李中、周佛海等后来参入。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先进知识分子，

这反映了上海都市的开放性与移民性特点。对于此事之经过，俞秀松在自传中写道： “１９２０年

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的意见，这第一次努力

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我们党的存在 （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

是在１９２１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 记。”⑤ 作 为 早 期 成 员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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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第１５３—１５４页。

①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７４—７６页。
参见 《关于俄共 （布）中央西伯利亚 局 东 方 民 族 处 的 机 构 和 工 作 问 题 给 共 产 国 际 执 委 会 的 报 告 （摘

录）》（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

命运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第５６页。据近年来俄国学者的考证，围绕着对华工作的主导权，苏俄内部各

机构有着复杂的权力斗争。参见 Ｍ．Ｐｅｒｓｉｔｓ，Ａ　Ｎｅｗ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ｖｉｅ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ｉｎ　１９２０－１９２２，＂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９７，ｎｏ．５．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１９２０年６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第２８页。
《维经斯基给俄共 （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信》（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７日），中共 中 央 党 史 研 究 室 第

一研究部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第３１页。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 室 编 纂： 《俞 秀 松 纪 念 文 集》，北 京：当 代 中 国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３０—２３１
页。关于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及其性质，仍有较大的争议。参见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

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金立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
《党的文献》１９９７年第６期；田子渝：《也谈中 共 上 海 发 起 组 与 上 海 “革 命 局”》， 《近 代 史 研 究》２００１
年第２期；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李丹阳、刘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２００４
年第３期。



俞在自传中确认中共发起组与先前由陈独秀所构建的、以 《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群聚的上海知

识分子同人网络的渊源与关系。正如共产国际代表利金所指出，“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

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① 李达认为，“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

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② 马林也高度肯定上海发起组的中心地位：“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

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 《新青年》杂

志。这个小组划分为７—８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５０—６０人。”③ 在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同

时，共产国际为了在中、朝、日等东亚国家直接进行实际活动，于１９２０年５月在上海成立东亚

书记处。该处所设 “中国科”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 “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

设工作”。④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首先便是通过 《星期评论》杂

志社，邀请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１９２０年５月中旬，陈望道携翻译完稿的 《共产党宣言》，

应邀到上海任 《星期评论》社编辑。６月２８日，陈望道委托俞秀松把 《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

交给陈独秀。是年８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付梓出版。

上海发起组充分意识到大众传媒在现代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１９２０年８月，创办宣传

马克思主义、推广工人运动经验的 《劳动界》周刊。嗣后，《新青年》杂志脱离群益书社，另成

立新青年社，从８卷１号开始独立发行，仍由陈独秀主编，主要讨论社会主义问题。陈独秀在该

期 《新青年》上发表 《谈政治》一文，已 示 与 胡 适 等 北 京 同 人 异 趣，是 《新 青 年》上 海 编 辑 部

思想转向的一个信号。自此，作为新文化运动核心刊物的 《新青年》便改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

中央机关刊物。随后，上海发起组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 《共产党》，介绍马克思主义常识，推动

建党工作。张国焘日后总结道，“上海小组办了劳动周刊 （４０００份３５期），伙友 （２０００份），共

产党 （６期）”。⑤ 依托于上海发达的文化网络以及便捷的交通条件，《新青年》、《劳动界》等影

响日众，迅速传遍神州大地。譬如，１９２０年９月至１９２１年３月间，地处内陆的长沙文化书社共

计销售杂志４０余 种，其 中 销 量 最 大 的 分 别 是 《劳 动 界》周 刊 （５０００本）和 《新 青 年》 （２０００
本）。在其读者中，“如 ‘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⑥ 维经斯基亦指出，“上海

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 事 业 的 主 要 中 心。在 这 里，东 亚 书 记 处 拥 有 许 多 报 刊，我 们 有 《上 海 生

活》，中文报纸 《周报》、《社会日报》，杂志 《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

版）”。⑦ 共产主义印刷品的广泛传播，使得租界当局倍感焦虑，英国情报文件就显示，“根据法

租界巡捕房提供的信息，法租界巡捕于 （１９２１年）２月１日搜查了公馆马路２８３号的一家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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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 （摘录）》（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第８８页。
《李达自传 （节录）》，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 室 编：《党 史 研 究 资 料》第２辑，成 都：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１年，第２页。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

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２６页。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摘录）》（１９２０年９月），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第３９页。

Ｋ．Ｂ．舍维廖夫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手稿本），《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２期，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

２８３—２９３页。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摘录）》（１９２０年９月），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第４１页。



查获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小册子，这些书籍据信是在法租界内印刷的，包括 《社会主义史》、
《到自由之路》、《阶级争斗》、《工团主义》等”。①

为团结、教育、培养进步青年，上海发起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２日，

该组织在霞飞路新渔阳里６号成立。不久，上海发起组于９月在新渔阳里６号创办外国语学社，

这是中共第一所干部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干部。９月２８日，上海 《民国日报》首次刊登外国语

学社招生广告： “本 学 社 拟 分 设 英、法、德、俄、日 本 语 各 班，现 已 成 立 英、俄、日 本 语３班

……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６号本社报名。”② 在杨明斋校

长的领导下，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在此学习过。③

１１月，陈独秀已明确提出中国劳动者要 “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用

阶级斗争的手段”，“夺来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④ 他与战友们正式制定中共第一个章程

草案——— 《中国共产党宣言》，正文分三个部分：（１）共产主义者的理想。（２）共产主义者的目

的。（３）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宣言明确昭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

国家”，“铲除现存的资本制度”，“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理想社会

的实现，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⑤

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建立各

地的共产党组织，是名符其实的 “临时中央”，“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⑥ 陈独秀对建党

工作颇为重视，指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 《共产党宣言》，

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⑦ 他亲自负

责武汉、广州、长沙和济南的建党工作。１９２０年６月，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到沪，陈独秀与他

谈论了马克思主义，８月即请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包惠僧忆及武汉小组是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直接

资助下建立的，并强调 “我们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⑧ 从１９２０年秋到１９２１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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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１，ＦＯ　３７１／６６３４，１９２１：Ｆ２２００／３０９／１０．此处被查抄的书房即新青年社。沈雁冰曾证实被查抄的地点

还有承印 《新青年》的又新印刷所。（参见吴少京主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第１８３页）关于新

青年社所印书籍，毛泽东回忆，“有 三 本 书 特 别 深 深 地 铭 刻 在 我 的 心 中，建 立 起 我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信

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争

斗》，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参 见 斯 诺：《西 行 漫 记》，董 乐 山 译，北 京：三 联 书 店，

１９７９年，第１３１页）周恩来对此亦有所回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

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７页）
《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８日，第１版。新渔阳里６号是当时上海发起组的主要活动地点，在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１年６月的工部局警务日报中，有大量关于该处活动的情报记载。

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３１页。

陈独秀：《短言》，《共产党》创刊号，１９２０年１１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２页。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 （摘录）》（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第８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６页。

包惠僧：《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国革命博 物 馆 党 史 研 究 室 编：《党 史 研 究 资 料》第１辑，成 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６９页。



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

侨民中建立组织。各地小组以上海为中心，保持着密切联系。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在一大召开

前，“计算 （全国）六个小组共有５７同志”。而且，“一次大会以前经费是自筹的，上海新青年

社原来有２０００元，营业赢利计４０００元，汉俊设法筹措一些，湖南等处，每月由中央津贴二三十

元。 （广 东 不 在 内）北 京 因 与 俄 同 志 接 近，募 了 一 些 捐 款。一 次 大 会 以 后，中 央 则 由 国 际 津

贴”。① 可见，此时共产党之经费主要为自筹，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上海发起组开办的新青年社创

收所得。陈独秀亦颇为重视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他多次表示：“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

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② “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

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③

在各地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性政党的构想已在上海发起组中逐渐酝酿。

陈独秀与其他同志讨论了建立全国党组织及通知共产国际代表事宜。④ 共产国际代表索科洛夫—

斯特拉霍夫在１９２１年４月的报告中陈述：“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

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 《新青

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

人称他是 ‘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⑤ ５月，上海发

起组委托包惠僧到广州找陈独秀，请他回沪或将上海发起组迁往广州，但陈独秀认为广州到处

是无政府主义，政治环境不利，地理位 置 也 不 适 合，不 便 于 各 地 联 系，因 此 仍 属 意 上 海。６月

初，上海发起组与刚抵沪的共产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马林商谈后，认为建党的条件业已成熟，

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海发起组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以后，

发函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请每地派两位代表赴上海开会。⑥

需指出的是，具有宽松、自由社会环 境 的 法 租 界 成 为 “一 大”召 开 的 合 宜 地 点。由 于 不 受

中国政府直接管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能在此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法租界客观上给革命者

提供了方便。１９１７—１９２１年间，孙中山等人将法租界 （新区）作为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国民党

党部即设在环龙路４４号。孙中山的活动得到法租界当局的默许和保护，他寓所门口甚至有巡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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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夫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手稿本），《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２期）此可旁证陈

望道、李达等人回忆上海发起组的经费主要 依 靠 上 海 的 党 员 卖 文 维 持 这 一 说 法 确 系 实 情。另 外，新 青

年社原有 （股本）资金２０００元的来源颇可深究。譬如，１９２０年７月２日，正在为新青年社独立发行而

招股的陈独秀致函高一涵，言辞恳切地称 “兴 文 社 已 收 到 的 股 款 只 有 一 千 元，招 股 的 事，请 你 特 别 出

点力才好”。（参见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

探讨》，《历史研究》２００９年 第３期）可 见 新 青 年 社 之 原 始 股 本 金 中，有 一 半 系 由 招 外 股 所 得，尚 余

１０００元股款之来源因史料缺乏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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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１９２１年４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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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岗。① 巡捕头目黄金荣曾长期关照孙中山。无独有偶，１９１９年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在

法租界长期开展活动。此外，法租界还有５０００名俄侨，这为维经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

方便，无形中起到掩护作用。更重要的是，上海发起组成员拥有或使用的房产多在法租界。② 美

国学者叶文心 （Ｗｅｎ－ｈｓｉｎ　Ｙｅｈ）也认为，直到１９２２年底，中共上海组织的活动几乎都在法租界

运作。尽管巡捕房始终未曾放松对共产党的监控，但与上海租界外中国其他地区严酷的政治环

境相比，法租界仍然是个较为 开 放、自 由、讲 究 法 治 理 念、能 “提 供 政 治 避 难”的 区 域。１９２１
年１０月陈独秀曾被法租界拘捕，最后判决亦不过是罚洋１００元，驱逐出法租界了事即是明证。

这也是上海为何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地的原因之一。③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在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 （今兴业路７６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

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五、结　　语

２０世纪初的上海，是一个正在经历早期工业化的国际大都会，变革的伟力横扫陈旧的传统

模式，新 的 社 会 阶 级 重 整 了 传 统 社 群。在 工 业 化 引 导 下，现 代 社 会 的 两 大 主 要 阶 级：资 产

阶 级 和 无 产 阶 级，逐渐在上海等沿海城市产生。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亦开始在这些工业城市呈现。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聚集着最广

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工 业 社 会 的 诸 种 矛 盾 与 紧 张，也 以 阶 级 斗 争 的 形 式 直 接 在 上 海 表 现 出 来。

正如列宁所预言：“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

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④ 随着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

觉悟的提高，阶级斗争形势亦表现得愈加尖锐，这样一种阶级状况，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

的社会基础。

与之同时，依托于日趋发达的都市文明和大众社会，上海出现了最早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新型文化人逐渐在学校、出版、工商企业等现代组织中安身立命，他们自成一类，是新兴的社

会力量。２０世纪初的新式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参与者们，把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现

代性现象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且毫无保留地把意见贡献给这些广阔得令人惊讶的问题领域。

透过这样一个舆论场域，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自上海发端席卷全国，形成一个风起云涌的局

面。就这一层面而言，思想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思想文化上的

准备。

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受到这一缕现代之

光的照耀，进而在中国问题中看到世界命运的影子。对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

的愿景主要是社会方面的，与整个国家对社会变革的渴望相一致，能够与更广泛的社会集团建

立联系，并为他们提 供 一 种 全 新 意 义 的 团 结。马 克 思 主 义 借 由 与 历 史 必 然 性 的 主 张 产 生 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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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１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３４页。

如 《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位于老渔阳里２号，《星期评论》编辑部就在白尔路三益里１７号李汉俊家里；
“一大”会场亦是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寓所 （望 志 路１０６、１０８号，即 今 兴 业 路７６、７８号），此 楼１９２０
年夏建成，属贝勒路树德里的一部分 （今黄陂南路３７４弄），楼南当时尚存农田，环境颇为幽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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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９６页。



对人类历史提出普遍性的解释，对社会的公正结构提出一种规范观点。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种

西方的先进思想推崇备至，进而认定共产主义是未来的历史潮流。这种集体认知的背后，揭示

出一个新观念的浮现———一个超越国家、种族乃至阶级的 “理想社会”，逐渐出现在人们的意识

层面，越来越清晰。

作为全国文化与舆论中心，上海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阵地，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

集聚中心。正如共产国际代表所指出的，上海是中国 “社会主义者活动的主要中心”， “共产主

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①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上海的诸多报刊与 《新青年》相 呼 应，

不遗余力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托于上海发达的印刷资本主义网络，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文本得以 译 介，广 泛 影 响 为 数 庞 大 的 阅 读 公 众，进 而 造 成 一 种 进 步 的 公 共 舆 论。周 有 光

１９２３年进入圣约翰大学求学时，也从图书馆借阅了英文版 《资本论》，尽管他还一知半解。② 而

次年郭沫若由日返沪，从东方图书馆借来英文版 《资本论》，并制定５年翻译计划。③ 此外，随

着城市间交通的改良，近代上海凭借其沿江沿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中国最大经济中心的辐射

力，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其他城市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条件。

上海都市的国际性特征也为建党大业提供良好条件。凭借着近代中国面积最大、历史最久

的两个租界所提供 的 政 治 庇 护 以 及 宽 松、自 由 的 舆 论 环 境，先 进 知 识 分 子 可 以 从 事 革 命 宣 传。

再加上租界里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这种四海一家的世界性特征方便共产国际使者与中国知

识分子交流，共商建党伟业。而且，上海地处长江口，通讯和交通便捷，工商金融服务设施优

良，这些都为共产国际遣使来华联络乃至为中共建党实施经济资助，提供了便利条件。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初期的有

声有色的活动 （中央长期在上海活动），也构成上海历史的华彩乐章。中国共产党人从上海集聚

和出发，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排山倒海的改造中国的时代剧。

〔作者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江文君，上海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２００２３５〕

（责任编辑：雷家琼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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